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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后苏联民族问题的症结1
 

 

金  雁 

 

终于见到了期待已久的季什科夫的大作《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

的头脑》（以下简称《后苏联的民族冲突》）一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二战中出生的瓦列里·季什

科夫是跨苏联和俄罗斯两代的资深民族问题专家，他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

业后就一直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就是民族志研究所的副所长，剧变以后曾任叶

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在普京时代是俄罗斯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现在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什科夫虽曾在“体制内的高位”，却没有沾染上从学者变成政治家

的官僚习气，也能始终保持一份不被自己的研究对象拖着走而“迷失在角色”中的冷静，他是当

今俄罗斯罕有的勇于反思且能够宏观把握俄罗斯民族问题症结的“解惑者”。季什科夫在上个世

纪九十年代剖析苏联解体后的民族问题大部头著作《后苏联的民族冲突》由姜德顺先生 2005年开

始动手从英文翻译，到 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虽说我们现在拿到手的中文译本距离作

者写作时期已过去了十多年之久，此时俄罗斯国际国内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叶利钦之

后又经历了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任总统，外交政策的定位坐标也几次变化：从叶利钦的“面向西

方”，普里马科夫的兼顾东、南的“欧亚主义”以及普京前期的“向北”的“斯堪的纳维亚主义”

和普京后期的“新斯拉夫主义”+“强国主义”，但是该书至今读来不但没有过时的感觉，仍有振

聋发聩的功效。可以说季什科夫当年对俄罗斯民族问题发展前景定义的“过渡中认同”以及深刻

的反思，使人不能不佩服季什科夫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感和高屋建瓴般对后苏联族

裔问题的整体把握。   

 

苏联早期“实力至上”的民族政策的后果 

 

我们知道，苏联早期民族政策的设计此一时彼一时的差异很大，它完全是根据自身的实力调

整的。1917 年 11 月 2 日通过的《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具有很强的“革命党”色彩，十月革命

前处在反对派立场上的布尔什维克希望各个民族“越乱越好”，在内战阶段因为需要民族主义支

持新政权，也唯恐各个民族不“独”、唯恐非俄罗斯民族“缺乏民族自决权”。1918年颁布的《俄

罗斯联邦宪法》的特点就是不但同意自治，而且赋予自治很大的权力，宪法中承认“所有的少数

民族地区都是自治实体”。比如在对待乌克兰独立问题上，1917 年 6 月 27 日列宁说：“任何一

个民主主义者都不会否认乌克兰独立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者了，只有无条件

地承认这种权利，才能真正同万恶的沙皇制度的过去永远决裂。”正如后来索尔仁尼琴评论的：

“列宁的这一行动表明，他完全容忍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甚至容忍乌克兰在分离出去后成

为君主国！”等到布尔什维克自己变成了国家的主人，权力稳固下来，力量足够大了，“民族自

决权”就成了从自己身上割肉，而这时就需要以稳定压倒一切来取代民族自治了。   

  包括 1920 年 9 月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俗称《卡拉汉宣言》）中说，“以前俄国

历届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

                                                        
1  原载于《东方早报》2010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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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这些

被我们欢呼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方针也就是听听而已，不能当真，等苏俄的处境稍有改善，它

立马就不认账了。季什科夫坦承：“一旦布尔什维克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们就会消除与自己的

图谋相脱离的权利，给支持各独立民族国家思想的人贴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标签”，因为

从骨子里，“苏维埃政府包括列宁本人尽管还发表冗长的政治花言巧语，但并不热心支持族裔联

邦制”（57-58页，所有引文的页码均出自该书中文译本，下同），“一旦布尔什维克们的军事局

面好转，政府就严格限制自治体的政治地位，列宁多次给瓦利多夫说，先前的协议只不过是‘一

张纸’”（62 页）。可以说苏俄早期的民族自决背后掩盖了太多的实用主义的考虑，官方批准的

民族主义从来都是中央政府需要的一种政治策略，而他们“对真正的民族主义从来没有表现出任

何仁慈”（68页）。  

我们后来把苏联的这种政策转化归罪于“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其实这是“执政

党”不同于“革命党”的决策变换。超脱点看，这种基于利益的谋略外交对于苏俄的生存与壮大

确实有过成效，但问题是它的“双重性质和矛盾特征的联邦制的荒谬开始让这个苏维埃政府为

难”（59 页），这种实用主义的“仓促设计”为日后的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1924 年“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苏俄变成了“苏联”，俄、乌、白俄、南高联邦成为首批四个加盟共

和国。苏联时期所谓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盟”，实行的是一

种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独特的“集权一党制下的‘自由国家联盟’”制度。一方面，根据十月革命

后的民族自决原则，联盟宪法和共和国宪法均规定了自愿加盟、自由退出的原则，正如前苏联国

歌的歌词中唱的“伟大俄罗斯，永久缔联盟，独立共和国，自由结合成”。布尔什维克不但允许

这首批的加盟共和国设有包括“外交部”在内的“中央”政府，还在国际社会张扬其形式上的

“主权”，直至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与俄罗斯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这样做是为了贪

图其“一国占有三席位”的特权。但是这种“联盟”在全境实行一党制，而且党内高度集权统一，

加盟共和国的党对联盟党中央而言完全是下级，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并且也不存在反对党。执

政党的集中统一便使联盟成员在法律上的自由退出权成为不可能行使的虚假权利。当时谁要敢以

宪法为根据实行其“自由权利”，在党内立即就会被干掉，根本不可能在政府或议会的层次上提

出“退出权利”，所谓的“人民的意愿，只不过是一种寓言，一种政治工具”（102页）。   

这种状况是以党国不分和党内集权为条件，一旦“党国”体制有变，联邦成员本来就合法的

自由退出权便由虚转实，使“联盟”的解体变得难以避免。在苏东剧变过程中，三个这样的“联

邦”国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都解体了。但没有实行这种“联邦”制的其他几个

多民族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尽管也有民族问题，也实行了民主化变革，却没有损害

国家的统一，更没有导致国家分裂解体。因此民主化绝非导致联邦解体的原因，但那种设置了自

由退出权的“联邦”体制，却使这种联邦在“党危机”中难免解体的命运，即便没有民主化，只

要党内斗争失控导致党的分裂，哪怕是分裂成几个各自同样集权而丝毫也不“自由化”的党，国

家的统一也就完了。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建国史给其人民留下了无数伤痛的记忆”   

 

季什科夫认为，“苏联既是苏维埃各个族裔民族的摇篮，也是他们的牢笼”（455页），“苏

维埃斧头大规模建构民族工程到处留下了的人为制造边界”的痕迹（68 页）。可以说苏联社会主

义建设的全面胜利与民族践踏和驱赶是同步的，斯大林时期民族居住地布局的调整力度之大在世

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从 1919年开始有一百二十五万哥萨克遭难，1931-1932年有两百万库班人被

流放，同时期又有两百万哈萨克人饿死或者离开了他们的故土（71-72 页）。1926年全苏第一次人

口统计共有一百九十五个民族，十月革命后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了地方自治政权，伏尔加河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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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曼人建立自治共和国，北高加索的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分别建立了本民族的自治共

和国或自治州，克里米亚鞑靼人建立了自治共和国，不久他们就遭到了厄运。第一次的纯粹民族

迁移是针对朝鲜人的，1935年有大批的远东朝鲜人迁移到哈萨克斯坦。苏德战争爆发后两个月，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个秘密决议，说这些民族当中有人通敌，斯大林认为这是“整个

民族的集体背叛”，“根据战时的法令，必须对全体民族采取惩罚性措施”，把他们全体迁移到

其他地区。这些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称呼“被惩罚民族”。   

1943 年 12 月从高加索完全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 年 2 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

人，3月迁走巴尔喀人，5月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走，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了

出去，11 月格鲁吉亚的梅斯赫特突厥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到 1953 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身份

被划定为所谓的“特殊定居者”的迁移人数为二百七十五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人，其中一百二十万

日耳曼人、三十一万六千车臣人、八万四千印古什人、十六万五千鞑靼人、十万立陶宛人、八万

一千卡尔梅克人、六万三千卡拉恰伊人、五万两千希腊人、五万梅斯赫特突厥人、四万五千摩尔

达维亚人、四万列托人、两万爱沙尼亚人（75 页），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被监禁和枪毙的人数，也

不包括冻饿病死的死亡人数。这些“被惩罚民族”的民族政权同时被撤销，所谓的“少数民族自

治实体”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受压制的各民族被迫经受了极度的身心创伤——屈辱与丧失集

体尊严，成为被摧毁民族和无法律地位的“双重少数者”，它们的领土分给其他共和国或者建立

新的行政单位。在被安置地，这些人被剥夺了基本公民权，受到种种严格的限制，他们只能居住

在划定的“特殊居住区”内，在居住地四边设置了路障、岗哨，移民不能随便出入，每月要到当

地内务部门特别局登记，共产党员要由武警押送参加党的会议，不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开设学校、

发行书籍和报刊。像日耳曼人原来有五所高校、四百所中小学，而迁入地没有一所学校；克里米

亚鞑靼人原来有九种报纸、三种杂志、一所科学院和一个民族剧院，强迫俄语教育使这些民族的

文化水平大大降低。虽然 1964 年和 1967 年分别给日耳曼人和鞑靼人恢复了名誉，认为给他们加

上支持德国法西斯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迁移后遗症的难题却无法抹平。后来这些民族返回

家园的斗争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也是如今族际关系紧张和族际冲突的主要原因。   

 

“强制同化”与“人为异化”   

 

后斯大林时代，单一的发展战略和强迫接受来自中央意识形态宣传的总体框架并没有改变，

但是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告一段落。此后的 1960 年至 1980 年，苏联政府都在为消化斯大林惩罚性

的“民族大搬家”的“后遗症”绞尽脑汁，当时的政策是“花钱买平安”，政治上的钳制与经济

上收买并行。应当承认，这一阶段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成就也是不容置疑的，除了计划体制在工

业化原始积累中的优势外，苏联统一计划经济空间的存在也是其他民族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苏

联一方面强化中央集权，对各个民族分而治之，“以各族群的层级”理论消除地方认同（60 页），

使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族裔关系不匹配。此时民族政策的具体做法是，不尊重你的人权，却比较尊

重你的“文化”，甚至可以大力扶植你的经济。苏联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仅仅是根据领导

人的喜好，有时固然搞强制同化，有时却也搞人为的“异化”、夸大的文化保护意识，有意识地

搞一些大熊猫式的“稀有民族”。“文化歧视与文化再造并行”，文化特征成为被中央使用的战

略武器，只要你在政治上听话，别的什么唱歌跳舞、传统民俗、年节礼仪乃至语言文字之类的“民

族特色”不仅可以保留，而且往往还大力提倡，甚至人为地阻断自然融合，强化民族差异。政治

上不许有异端，“文化”上却提倡有“特性”，一些“专业形式的文化得到支持和发展，甚至被

炫耀”（77 页）。但是排他的特性认同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而缺乏人权导致的不满却不会因为

“文化”的受保护而消失，而从唱歌跳舞中成长的排他性认同反而成为争自由的纽带，“潜藏的

隐性民族性”一旦有机可乘就会转化为显性的政治民族性、激进民族主义。比如苏联时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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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如此受抬举的穆斯林族、白俄罗斯族剧变以后不但照样反水而去，有时还更加反目成仇，“恐

俄者”并没有因为“文化保护”而减少。   

第二个特点是“以面包代替自由”，经济上向民族地区倾斜，对被统治民族在严防政治异端

的同时，给予经济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赐，甚至牺牲“统治民族”的利益来实现这一点，而这样做

无需征求“统治民族”人民的同意。然而在非民主制度下，他们“代民作主”镇压非俄族裔的账

被算在了俄罗斯人的头上，导致非俄民族怨恨俄罗斯，连带怨恨联盟。但他们“代民作主”慷俄

罗斯之慨恩赐于非俄民族，却不会使后者感谢俄罗斯，俄罗斯人却因此埋怨苏联。这种两边不讨

好的做法不但使两边对联盟都增加了疏离感，造成政治高压消失后的联盟更难维系。另一方面中

央大肆收买地方精英，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文化普及程度甚至超过了俄罗斯地区，以为讨好了地方

精英就可以保证苏联各民族的团结，尤其是后期由于培养了大批民族官僚和民族知识分子，实行

干部本土化，并且处处迎合这些群体的利益。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强大力量源泉，

正是苏联培养的这些貌似“没有民族倾向的政治家”的合力“成功地埋葬了”苏联（125页）。   

  另外，这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人敢于承担责任和缺乏长远考虑，苏联整个的官僚体系中

的人都想的是，“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绝对不能“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斯大林种下的民

族恶果已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药”，直至形成与“民族政策有关的所有事物”都患有一种“敏感

症”，所有的人都以自我蒙蔽的办法假装它不存在。官僚集团一致的做法是“绕着走”，不去碰

它、不去变动它，守住旧摊子，保住乌纱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说法是：“苏联是发达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和谐平等。”勃列日涅夫晚期曾出现过试图推动民族关系的企图，比如 1977年新宪法讨

论过程中涉及民族关系，1984年苏共二十六大前夕有人建议成立一个社会民族政策部，建立民族

管理委员会，专门理顺民族关系和解决各民族之间的领土争端，但是都由于遭到党内强硬派的反

对而流产再无人提及。到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时期，民族问题的累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

安德罗波夫在庆祝苏联建国六十周年时承认说，苏联的民族问题十分严重，解决不好就有激化的

危险。1991年统计，前苏联七十九个地区有领土争执问题，苏联解体以后地区划分变成了国界问

题，于是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矛盾的导火线。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强调各民族将来要走向一致，

寄希望在苏联会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苏联民族”，但是当“苏联民族”的认同尚在

“过渡之中”（102页），民族裂变的大潮就已到来了。可以说后斯大林的苏联对民族问题没有一

个一以贯之的明确政策和长远理论，俄罗斯是在没有做好“收缩”准备的情况下就面临族裔关系

的巨大挑战，当苏联控制的“铁幕”突然崩溃时，俄罗斯拿不出任何应对民主派和民族势力的有

效理论武器。   

 

“新帝国综合征”的产生及其族裔和谐之路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的“国家收缩”战略强烈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权型的民族主义”（442

页）和“优势群族”心理的俄罗斯人。长久以来他们习惯了扩张性的发展历史，他们一直被灌输

的都是“伟大的苏联国家”和“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身份认同，而如今转轨时期经济长期在

“平底锅”里徘徊。有两千五百万俄罗斯人“转眼间发现自己成了散居在外国的居民，很多的俄

罗斯人被排除在新型独立国家的政治进程之外”（444页），到处呈现的“一盘散沙”现象令俄罗

斯饱受“身份认同危机的折磨”（445页）。于是，激进主义情绪下的“俄罗斯不高兴”在民族主

义的大旗下聚集起来，一股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迅速崛起，俄共、自民党、统一俄罗斯等各种

政治势力都竞相瓜分民族主义的遗产。曾任政府部长的鲍里斯·米罗诺夫公开说：“假如俄罗斯

民族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那么，我就是个法西斯主义者”（《莫斯科新闻》1994年 8月 28日-9

月 4 日）。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整个社会的“火气旺盛”（562 页）。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灵魂在

苏联的躯体灭亡以后，又在民众的心中复活了，各种极端形式的俄罗斯族裔民族主义团体纷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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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它们迎合了失落了大国自豪感的俄罗斯人的不平衡心态以及把外部世界“妖魔化”的政策导

向。苏联霸权型的民族主义经历了质变后开始“向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价值转移”，在共产主义和

自由主义耗尽了潜能之后，“逐渐被民族主义思想观念以其特有的俄罗斯姿态所取代”（452-453

页）。   

有人说，现在的俄罗斯弥漫着“斯大林热”，表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怀念之情。其实只要稍

微深入观察就会发现，目前俄罗斯回归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而是从被抛弃的意识

形态中挖掘“光荣的往昔”的民族诉求。意识形态霸权降低与民族主义霸权抬升经历了一个双向

互换过程。官方有意识地对斯大林在进行一种“选择性地再塑造”，以一种“理想筛选”，使人

们忘记“大清洗”和“大饥荒”，对“斯大林时代充满罪恶的‘好日子’”抱有幻觉（英《今日

历史》2009年 10月号），似乎“苏联那时是多么‘安全’和‘幸福’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各族友

谊鲜花盛开”（475页），这些沉浸在“大国光荣”怀旧的矫饰话语中透露出俄罗斯人的安全焦虑、

安全恐慌。  

  布热津斯基希望俄罗斯回落到一个类似法国、英国那样的“正常国家”，或者像“奥斯曼帝

国灭亡后的土耳其一样”，“把自己纯粹限定在一种切合的环境内”，另有些人甚至把俄罗斯与

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并列，这种国家降级、民族下行的局面让俄罗斯人愤愤不平。而现实

当中国家领土的收缩、欧洲与美国忽视俄罗斯的存在、挤压它的“特权利益区”，这一切叫当惯

了老大哥、历来具有救世情结、对领土安全极端敏感的俄国人怎能无动于衷呢？怎么能不点燃俄

罗斯人“炽热的头脑”呢？“苏联遗产生成的原动力”（472 页）是现在俄罗斯的民族建构的重

要落脚点之一，它既综合了沙俄帝国的内容，也保留了苏联时期的支配权观念。帝国的三色旗帜

和苏联镰刀锤子的旗帜只有在这方面是高度重合的，其结果就是——“新帝国综合征”的产生。

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凝聚民族认同，才可以培养下一代的民族自豪感。普京、梅德维杰夫政权有

意识地迎合这种社会资源，并选用了一套新词汇比如强国、民族自豪感、俄罗斯的伟大之处，以

及垂青于民族主义的一些象征符号和标语口号。由于出生人口减少，学者们发出了“俄罗斯正在

死亡”的呼声，民族学研究所的科兹洛夫教授提出，为了避免“俄罗斯族体死亡”要采取政治措

施（18页），据社会学调查结果看，这种趋势依然在发展着。   

  季什科夫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双向的，一方面“外部缺乏对苏联解体后那个空间所

处的理解和尊重，这可能会阻碍这些国家内建立内部和谐与自尊的进程（550页），同时，正在孵

化的微型民族主义——周边的防御性民族主义正在转化成分离民族主义，他们的挑战加速了俄罗

斯主体的民族膨胀”。所有这些都刺激了“苏联解体后的仇外和偏执，产生了有利于群体疏远和

族际关系紧张的社会风气”（534页），而“新帝国综合征”唯我独尊的成分又会损害周边民族，

容易产生新的紧张关系。   

  如何化解后苏联的族裔紧张关系呢？季什科夫提供的解决方案是：需要对俄罗斯的尊重，尤

其应当把对其领土疆界的尊重包括在内，横向结合、减少族裔悬殊、加强地方自治、实行立法多

元化、强化秩序并控制武器、拓宽和平区、对族裔领导人进行教育、建立领导人的责任制度、强

化族裔和谐的国际因素等等。他尤其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不能丧失自我反思能力，要敢于正视自

己灵魂深处的“大俄罗斯主义”的阴暗面。季什科夫坦承，现今的俄罗斯“政治和学术界的确出

了毛病，这两个领域都没有准备好去‘承认我们错了’”（554页），如今大多数人仍“淹没在肤

浅的、火力旺盛的”以“炽热头脑”形成的潮流中（562页）。他告诫知识界说，当事者迷的非理

性冲动不可能对俄罗斯的“新帝国综合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假如学者和知识分子照样还站

在以救世主自居的立场上，不克制那种发号施令的傲慢”（555 页）和“俄罗斯式的‘命定说’

的陈旧的傲慢”，他们的梦想将会破灭，俄罗斯“新帝国”的梦想也会破灭。 

 


